高某诈骗案
【裁判摘要】
在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中，行为人明知到境外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主动参加，虽在实施诈骗犯罪期间被诈骗团伙苛责对待，但未被施加实质威胁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行为，从被胁迫的紧迫性、主观程度等考量，未达到被抑制意志自由程度的，不宜认定为胁从犯。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八条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点评】
本案入选最高法院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跨境电信诈骗团伙为控制团伙成员，往往采取收缴护照、限制活动、通信范围、就地消费甚至对逃跑人员进行殴打的惩罚措施，以上措施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胁迫”？需要结合行为人从事诈骗的主观意志及被胁迫程度进行综合判断。胁从犯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即在他人的胁迫下不完全自愿地参加共同犯罪，并在共同犯罪中起较小的作用的人。而“胁迫”是指以剥夺生命、损害健康、揭发隐私、损毁财物等对行为人进行精神上的强制。胁从犯的认定要求胁从犯所受到的胁迫必须具有真实性、迫切性，必须能够达到抑制其意志自由的程度。本案中，高某明知境外可能会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了高薪工作至境外参加诈骗团伙，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由于高某工作本身就是通过拨打电话或利用互联网软件与外界沟通，并未完全失去与外界的联系，诈骗团伙虽有苛责行为，但没有做出实质威胁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行为，在此情况下高某帮助实施诈骗的，根据其参加诈骗团伙的主观意志和被胁迫程度，不宜认定为胁从犯。虽然高某进入诈骗团伙实施诈骗行为以后，产生了逃离团伙的想法，后因逃离未成功被团伙成员殴打，但是行为人在实施诈骗犯罪前和实施诈骗犯罪时并未受到胁迫，且事后被殴打的行为，从整体的主观胁迫程度上看也未达到抑制其意志自由的程度，亦不宜认定为胁从犯。
公诉机关：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高某。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检察院以高某犯诈骗罪向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2021年2月，高某至缅甸境内并加入位于缅甸大其力镇的诈骗团伙参与“杀猪盘”诈骗，根据诈骗团伙的培训和安排，由其在网络上通过全民K歌、全民Party等软件，冒用他人身份，使用WhatsApp、Line等社交聊天软件骗取被害人林某某的信任，并与诈骗团伙其他成员诱导被害人林某某在虚假投资平台软件上充值、投资，骗取林某某17万余美元。高某获利2万元。2021年8月31日，高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高某在境外实施电信网络犯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高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高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予以认可，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辩解其在去境外之前虽知道系从事违法活动，但不知道是从事“杀猪盘”诈骗，希望法庭从轻处罚。
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高某在境外参与诈骗团伙期间，受到一定的程度的管控和胁迫，回国后有悔罪表现，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2月，高某因受“高薪”引诱，偷渡至缅甸加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该诈骗集团层级分明，分为若干团队，各团队设有团长、总监、经理、组长、业务员等不同等级，并制定具体的诈骗目标数额，对于不服从管理或未完成目标数额的业务员，通过罚款、体罚、殴打等方式予以惩戒。高某加入诈骗集团后，根据上级安排，冒用他人身份打造“高端”人设，通过K歌类娱乐软件寻找女性作为诈骗目标，诱导被害人至社交软件聊天，使用内部“话术”与对方培养感情。待取得被害人信任后，以投资名义诱使被害人在该诈骗集团控制的APP平台充值、投资，此后再以交税和保证金为由诱骗被害人继续充值。经查，高某在参加诈骗集团期间诈骗金额共计17万余美元。此后，高某欲从犯罪集团逃跑，但未能成功，被抓回殴打，之后其联系国内家人向诈骗集团支付高额“赎金”才得以回国。
2021年8月31日，高某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其还供称该诈骗集团通过强制“团建”、吸毒等手段控制集团成员，并要求业务提成只能用于电信诈骗园区消费，不允许邮寄回国。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认为：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适用法律正确，予以采纳。高某从缅甸回国后，公安机关并未接到相关被害人的报警，只是根据缅甸回流人员的线索排查到高某，高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高某与他人共同故意犯罪，应当对其参与的共同犯罪结果承担责任。高某参与诈骗团伙，并在诈骗团伙的统一分工下，按照其上级及组长的指挥、安排参与诈骗活动，在诈骗活动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高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关于辩护人提出的高某在境外参与诈骗团伙期间，受到一定的程度的管控和胁迫，回国后有悔罪表现，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高某明知到境外系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了高薪而参与到境外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并直接参与实施了诈骗犯罪，诈骗他人数额达17万余美元，尽管诈骗团伙要求业务提成必须在园区消费，高某欲从犯罪集团逃跑，但未能成功，被抓回殴打，从被胁迫的紧迫性、主观胁迫程度等上看，其不属于胁从犯。结合高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层级地位及作用大小，考虑到在诈骗团伙中，其人身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管控，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对其从宽处理，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根据高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其危害程度，并充分考虑公诉机关及辩护人的意见，对高某依法减轻处罚。对高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高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对高某的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退赔被害人林某某。
宣判后，被告人均未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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